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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花钱” 如何影响政府绩效评价?
———基于微观和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 平 诸葛安东 燕 洪*

【摘  要】政府在预算执行后期 “突击花钱”是各国普遍存在的财政支出绩效管理难题,严重的

“突击花钱”意味着政府财政管理能力的不足。现有文献对 “突击花钱”的实证研究主要旨在论述

这一现象的成因,目前尚未系统分析 “突击花钱”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本文基于 “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微观数据和省际加总面板数据,分析 “突击花钱”对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影响,并探讨腐败感

知的中介效应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突击花钱”会显著降低居民对地方政府政

绩的评价,“突击花钱”会通过增加民众腐败感知程度的中介效应进而降低政绩评价。与基础建设

支出相比,更高的政府民生支出比重会加剧 “突击花钱”对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负面影响。
【关 键 词】突击花钱;政绩评价;腐败感知;支出结构

一、 引言

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

算能力[1]。预算执行与预算计划的一致性不仅是

现代预算国家治理绩效的有效保障,更是其合法

性来源的重要基础。然而,预算执行与预算计划

的偏离在国家财政实践中经常出现,从而影响财

政活动的整体绩效[2]。在以往文献中,关于财政

预算偏离的研究往往集中于财政年度的总体预算

执行情况,即年终决算与年初预算的偏离情况,
较少关注预算资金在预算年度内的分配情况,即

预算支出在不同时间段的不均衡性。一个有趣的

现象是,绝大部分政府的预算执行进度存在滞后

性,在增量预算管理模式下,政府往往会在财政

年度末期大量使用预算资金[3]。在中国,这种急

迫的支出行为被形象地称为 “突击花钱”,主要

是指每年的第四季度,特别是12月份的财政支

出占全年的比重过高,大量财政资金集中在年末

几个月内支出,给人以因时间紧迫,预算单位可

能胡乱花钱的印象[4]。
“突击花钱”现象是中国政府财政管理的

“慢性病”,长期存在于不同层级的政府之中①。
 

“突击花钱”常常被认为是政府在配置财政资源

过程中的低效率表现,当政府 “突击花钱”现象

较严重时,其财政支出效率也往往较低[5]。但

是,财政支出效率等客观指标难以反映地方政府

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全貌,大量实证研究表

明,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体现了地方政府

治理能力被认可的程度,一定意义上承担了民意

表达的功能[6-7]。因此,通过探讨 “突击花钱”
对政绩评价的影响,本文试图测算 “突击花钱”现

象带来的社会成本,从而更为全面地理解这一现象

的本质,并思考解决 “突击花钱”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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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34001)。

 

根据新华社2014年12月11日发布的要闻 《年年质疑年年有
 

“年底突击花钱”三问待解》,虽然集中在年底的大额支出同
样需要接受审计和监督,但公众往往将这种支出行为和盲目乱花钱画等号,希望刹住政府 “大手大脚”乱花钱之风,因此,“突击
花钱”被视作一种政府的 “弊病”。具体可参见:http://www.gov.cn/xinwen/2014-12/11/content_27898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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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突击花钱”现象在不同情况下对政绩

评价的影响,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
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

中国经济体量的扩大,面对日益复杂的管理事务

和快速增长的财政资金,政府部门驾驭财政资源

的能力亟须进一步提高。如何优化财政资源的使

用,从而更好地行使公共部门职能,促进整体社

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重中之

重。通过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发现为:政府

“突击花钱”会对政绩评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腐败感知是 “突击花钱”对政绩评价造成影响的

部分中介变量;财政支出结构中民生支出占比越

高时 “突击花钱”对居民生活的直接影响越大,
因此对政绩评价的负面影响越强。

二、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突击花钱”与地方政府政绩评价

诸多研究表明,“突击花钱”现象是财政制

度体系和地方政府财政管理共同导致的结果。具

体而言,“突击花钱”现象的成因可以分为结构

性因素和非结构性因素两部分。结构性因素是指

引起 “突击花钱”现象的宏观政策和制度,具体

可分为财政周期和立法周期的偏离[8-11]、转移支

付制度的滞后性[12-14]、增量预算制度[15] 以及

基于 “项目”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4]。非结构性

因素则是指造成 “突击花钱”现象的地方政府自

身因素,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能力,在

相同情况下,财政管理能力越弱的政府 “突击花

钱”的情况越为严重。主要的非结构性因素包括

地方政府预算编制能力、预算执行能力、转移支

付依赖度和财政监督质量[4,11-12,16]。部分学者通

过实证方法测算了不同程度 “突击花钱”现象给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具体影响。有学者研究

发现,在联邦政府财政年度最后一周进行的政府

采购项目合同质量显著低于其他时期,“突击花

钱”现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财政支出效率。这一

系列事实背后所反映的问题与地方政府政绩评价

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关联[17]。
政绩即政府绩效,指的是政府履行职能的成

绩和效果[18]。根据相关研究,居民对地方政府

的政绩评价主要受到政府工作成效以及居民的利

益获得感影响[19]。具体而言,地方政府经济绩

效、公共服务质量、政府承诺和居民利益获得感

等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居民对地方政府的

政绩评价[20-24]。居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不仅

取决于与居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经济绩效、公

共服务质量以及居民自身利益获得,同时取决于

居民对政府绩效预期与政府实际履职情况的差异

这一心理因素。目前,国内尚未有研究将 “突击

花钱”现象和地方政府政绩评价联系起来,分析

这一现象给政绩评价带来的影响。
“突击花钱”对居民政绩评价产生作用的途

径总体上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实证经验表

明,“突击花钱”现象将在客观上降低政府运行

效率,从而影响公共服务质量和居民自身的利益

获得[5,17];另一方面, “突击花钱”现象同样会

增加居民对政府绩效预期和实际绩效的偏离程

度,从而降低居民对政府的政绩评价。目前已有

实证研究支撑第一种作用路径,而鲜有研究从预

期偏离的角度分析 “突击花钱”对政府绩效评价

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 “期望失验理论”构建起

两者之间的理论联系。“期望失验理论”最早源

自社会心理学中关于消费者满意度的研究,该理

论指出,消费者满意度可以被刻画为期望与实际

之间差距的函数[25-26]。有学者论证了该理论在

分析公共领域满意度问题时的适用性[27-28]。如

下页图1所示,在理想状况下,政府部门的各项

支出应该按照预算计划稳步执行,不同月份的财

政支出较为均衡,因此,符合居民期望的政府月

度支出占比应该接近平均水平,即每个月的财政

支出占比约为全年总支出的8.4%。然而,在全

年总体预算执行度未发生较大偏离的情况下,
“突击花钱”现象的产生意味着政府月度支出的

不均衡。一方面,在前三季度,政府无法按照预

算计划进行财政支出,实际财政支出情况低于预

算标准设定的预期,由此产生负向失验,这一支

出缺口通过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被居民所感知,
政府部门的绩效表现低于居民预期;另一方面,
在第四季度,政府部门为减少或清除结余资金,
进行 “突击花钱”,在短时间内,居民感受到政

府支出的大幅增加,实际财政支出情况高于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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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标准设定的预期,由此产生正向失验。然而

这种支出的增加更多被理解为是一种 “低效和浪

费”的行为,政府部门的绩效表现依然低于居民

预期。图1中阴影部分表示了 “突击花钱”产生

的正向失验和负向失验,两者共同降低了居民对

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

图1 政府 “突击花钱”所产生的期望失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期望失验理论制作。

在全年实际总支出与预算偏离不大的情况

下,当 “突击花钱”现象较为严重时,政府的公

共服务质量和治理绩效完成情况较低,同时前三

季度支出进度滞后产生的负向失验和第四季度

“突击花钱”带来的正向失验均较大,由此导致

居民自身利益获得感不足以及政府治理绩效与居

民预期的大幅度偏离,从而使得居民对地方政府

治理绩效评价的降低。根据理论分析,本文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1:在特定财政年度内,政府 “突
击花钱”现象越严重,该年度居民对政府的

政绩评价将越低。

(二)“突击花钱”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

响:腐败感知的中介效应

在假设1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进一步探究

“突击花钱”对政府绩效评价产生作用的途径和

具体机制。通常而言,“突击花钱”这一现象离

居民日常生活较远,难以直接呈现于公众视野之

中,但这一现象导致的间歇性财政支出不足和过

量都会导致特定时期内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治理

绩效出现波动,从而改变居民对政府政绩的评

价。因此,“突击花钱”引起的财政支出在预算

周期内的不均衡成为居民感知这一现象的主要

途径。
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不足导致的

治理绩效降低以及突击性财政支出导致的铺张浪

费行为都会增加居民对政府腐败程度的感

知[29-31]。当居民感觉政府的腐败程度加深时,
其对政府整体工作绩效的评价也会降低。另外,
当政府大规模进行 “突击花钱”这一行为时,较

为粗放的资金使用方式和过于集中的资源调配不

符合居民对于政府行为的理性预期。常态治理中

预算执行进度的缓慢以及年末 “突击”式的治理

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政府的公信力[32-33]。
当居民预期的常态治理模式被 “突击花钱”取

代后,很容易将年末进行的大规模支出行为与

肆意挥霍财政资金的腐败行为联系起来,从而

增加对腐败问题的感知。而腐败感知作为居民

对公共部门腐败范围和腐败程度的主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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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政府绩效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

表明,腐败是导致居民产生消极心理认知的重

要因素,腐败感知度的提升将激励居民对政府

绩效作出消极评价[34]。既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居

民腐败感知对政府绩效评价的显著影响[35-37],
居民的腐败感知将直接导致政府满意度的

降低[38]。
因此,“突击花钱”行为会影响居民对政府

腐败问题的感知,这种腐败感知同时会影响居民

对政府的认知度、满意度,从而影响居民对政府

的政绩评价。由此,本文认为, “突击花钱”影

响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在于居

民的腐败感知。根据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2:在特定财政年度内,政府 “突
击花钱”现象会部分通过增加该年度居民对

政府腐败程度的感知进而降低居民对政府政

绩的评价,腐败感知为 “突击花钱”对政府

政绩评价的部分中介变量。

(三)“突击花钱”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

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节效应

“突击花钱”这一概念广泛适用于所有政府

部门。具体而言,哪些部门、哪些领域的 “突击

花钱”现象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成本,关于这一问

题学界尚无定论。本文认为,居民对不同领域公

共服务的需求偏好和心理预期是有所差异的,在

部分领域若出现严重的 “突击花钱”现象,可能

更容易导致政府绩效评价的下降。现有实证分析

表明,政府投入在不同领域的公共服务对政绩评

价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包括社会保障、医疗、
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对政绩评价的影

响最为明显[24,39]。地方政府预算规划中与民生状

况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支出,具有鲜明

的群众需求性质[40],是人们最关心、最直接、
最切身的利益体现。在民众关切程度较高的特定

领域,财政支出的资金投入效率往往被赋予更高

的公众期望。相关研究表明,公众期望与感知的

差距是服务质量形成机制的核心,公众期望是影

响公众对服务质量知觉的关键因素,进而影响对

政府整体的绩效评价[41-42]。在民众关切程度更

高的特定领域,“突击花钱”导致的资金投入效

率低下往往会导致公众期望与感知产生更大背

离,可能更不利于提升民众对公共服务的安全

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在结构上的异质性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突击花钱”现象对政府政绩

评价的影响。本文假设,不同支出领域的 “突击

花钱”对政绩评价的影响有所差异,政绩评价是

否因 “突击花钱”而显著降低,取决于 “突击花

钱”是否影响特定支出项目的长久性成效。如果

地方政府在治理绩效受到支出进度影响较大且民

众关切程度较高的特定领域,诸如社会保障、医

疗和教育等支出科目中,大规模采用 “突击花

钱”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则会对居民自身的利

益获得造成较大影响,从而降低居民对政府的政

绩评价;而在治理绩效较少受到支出进度影响且

离居民较远的领域,诸如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

设,一方面,工程类项目往往按照施工计划进

行,财政资金的集中拨付对工程质量的影响相对

较小,另一方面,这些领域的公共服务离居民相

对较远,在这些领域进行的 “突击花钱”对政绩

评价的影响较小。

假设3:
 

在特定财政年度内,财政支出

结构对政府 “突击花钱”行为与政府政绩评

价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治理绩

效受到支出进度影响较大且民众关切程度较

高的特定领域, “突击花钱”对政绩评价的

负面影响相对较大;在治理绩效较少受到支

出进度影响的特定领域, “突击花钱”对政

绩评价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如下页图2所示,本文基于文献构建起 “突
击花钱”对居民政绩评价产生作用的理论框架,
并给出研究假设。在特定财政年度内,地方政府

的 “突击花钱”行为将降低公共服务质量,从而

影响居民的利益获得感,同时,预算年度内财政

支出的不均衡会导致居民对政府的期望与实际产

生偏离。这两者共同加剧了居民对政府腐败程度

的感知,从而降低了其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另

外,这一因果路径受到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调

节,若政府在治理绩效受到支出进度影响较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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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关切程度较高的特定领域更多采用 “突击花

钱”的方式,则会对政绩评价有更强的负面作

用。我们在下文进一步利用 “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和各

省加总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以上研究假设。

图2 “突击花钱”与居民政绩评价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 数据、 变量和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微观个体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
PS)。CFPS长期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

个层次的数据,其调查内容包括村/居概况、家

庭关系、人口流动、家庭经济、居住与设施、工

作与收入、教育、婚姻、健康、态度观念、认知

能力和社会交往等诸多主题[43]。由于2012年部

分变量数据的缺失,本文使用CFPS数据2014
年、2016年和2018年三轮调查进行分析。在清

除主要变量的缺失值后,本文获得有效观察样本

为29273人次,总样本包含全国31个省级行政

单位的居民,由此构成用于本次研究的非平衡面

板数据。另外,本研究以各省加总的 “突击花

钱”情况进行分析。一方面,地级市及以下政府

部门尚未广泛公开月度收支数据,且统计口径不

一;另一方面,使用统一来源的各省加总支出数

据能够反映出省内平均状况以及省份间的差

异①。各省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财

政年鉴》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

(二)变量

本文研究的核心因变量为居民对地方政

府 (区县)的政绩评价,核心自变量 “突击花

钱”为各省加总数据的衡量指标。虽然实际提供

大多数公共服务的是区县级政府,但全省加总口

径的支出数据能够反映出各省 “突击花钱”的总

体程度和显著差异性。同时,各省在城乡统筹、
发展规划和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

性,省内不同县市级政府的政策具有连贯性和一

致性。以省政府为界限,能够论证本研究旨在探

讨的问题。
在不同年份的CFPS问卷中,该变量涉及的

问题形式和编码方式一致,因此可以对不同年

份、不同区域、不同个体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价进

行比较。CFPS问卷中,该变量的具体问题为:
“您对去年本县/县级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

是什么?”并提供了5个选项,“1”表示有很大

成绩,“2”表示有一定成绩,“3”表示没有多大

成绩,“4”表示没有成绩,“5”表示比之前更糟

了。本文对这一变量进行了反向编码,即 “1”
表示比之前更糟了,“5”表示有很大成绩,因此

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可以被视为一个次序

类别变量 (ordinal
 

categorical
 

variable),数值越

大代表民众的评价越高。此外,为了对研究结果

进一步验证,在后文还对5分类的政绩评价进行

再编码生成一个二分虚拟变量,将1分和2分界

定为给予县市政府 “差评”,编码为 “0”;将4
分和5分界定为给予 “好评”,编码为 “1”。其

他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收入、结婚状态等,其中,对收入数据进

行了0.2%的缩尾处理。
另外,居民对政府腐败程度的感知被视作本

研究的部分中介变量,该变量同样来自CFPS问

卷,具体问题为:“您认为政府廉政问题在我国

的严重程度如何?”受访对象被要求填写0-10
的分数,以表示严重程度,0代表完全不严

重,10代表非常严重,因此,民众的腐败感知

同样可被视为一个次序类别变量,数值越大代表

① 采用省级层面的财政数据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CFPS问卷尚未公布省级以外的其他地区信息,无法将受访者数据匹配

到省以下行政区划;二是不同地市财政数据可得性差异较大,无法全部搜集,可能会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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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腐败感知越强烈。CFPS问卷中未指明特定

层级的政府,因此,这一问题反映了居民对中国

政府廉政程度的总体性认知①。
在地方政府层面,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为居

民所在省份该年度 “突击花钱”的严重程度。根

据已有研究,第四季度支出占比和12月份支出

占比能够较好地刻画地方政府 “突击花钱”的情

况[4-5],第四季度支出占比和12月份支出占比

越高,“突击花钱”现象便越严重,因此本文使

用不同省份在不同年度的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和12月份支出占比作为主要的自变量来衡量

“突击花钱”的严重程度,各省份月财政收支的

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原始数据来自各省财政

局公布的统计年报。其他政府层面的控制变量包

括各省的转移支付占比、人均GDP、人口密度

和城市化率,其中,人均GDP、人口密度和城

市化率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转移支付占比数据来自 《中国财政

年鉴》。不同地区自身的预算编制能力和转移支

付依赖度会对 “突击花钱”现象造成影响,这些

因素也会影响当地居民对政府的政绩评价。选择

人均GDP、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率作为控制变量

的前提假设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其预算

编制质量越高[4-5]。同时,为了更好地拟合中介

效应一阶段回归模型,在中介效应模型中引入了

该省份当年职务犯罪案件数作为控制变量,从而

更好地估计 “突击花钱”现象对居民腐败感知的

影响。
由于无法直接获取不同科目支出的月度数

据,本文将不同科目全年总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

比重作为衡量 “突击花钱”支出结构差异的代理

变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具有整体性的特征,
“突击花钱”现象普遍存在于政府职能部门之中,
因此不同支出科目占比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反映出不同职能部门 “突击花钱”现象严重程度

的差异。本文将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占比合并,测算当

地政府的民生性支出占比;将城乡社区支出、交

通运输支出、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占比合并,测

算当地政府的建设性支出占比,用以衡量不同领

域支出结构的差异,支出分项数据来自 《财政统

计年鉴》。
表1列举了本文研究主要变量的总体情况。

根据上文分析,在支出进度均匀的情况下,政府

部门各月支出较为均衡,第四季度支出占全年总

支出比重应该接近25%,12月支出占比接近

8%,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差甚远,总样本所

处省份第四季度支出占比均值为29.1%,12月

支出占比均值则为14.8%,由此体现出 “突击

花钱”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另外,居民对政

府的政绩评价有着显著的差异性,可见在不同年

份、不同地区,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居民对政府

工作绩效的评价差别很大。这些描述性统计大致

勾画出该研究所讨论问题的总体面貌。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描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政绩评价 (1—5等级) 29273 3.387 0.909 1 5
政绩评价 (虚拟变量) 20088 0.758 0.428 0 1

自变量

当前财年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 29273 0.291 0.046 0.172 0.374
当前财年12月份支出占比 (%) 29273 0.148 0.037 0.065 0.228
上一财年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 29273 0.312 0.057 0.180 0.402
上一财年12月份支出占比 (%) 29273 0.156 0.044 0.069 0.236
三年平均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 29273 0.305 0.045 0.164 0.384
三年平均12月份支出占比 (%) 29273 0.151 0.344 0.080 0.224

①

 

腐败感知问题没有指向特定层级政府可能会导致Sobel检验中的中介变量解释力估计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但这不影响本

文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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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类型 变量描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介变量 腐败感知 (0
 

-
 

10等级) 29273 7.128 2.602 0 10

调节变量
当前财年民生支出占比 (%) 29273 0.383 0.04 0.227 0.462

当前财年基建支出占比 (%) 29273 0.197 0.054 0.128 0.4

控制变量:
省级政府

层面

所在省份人均GDP(对数值) 29273 10.852 0.415 10.182 11.851

城镇化率 (%) 29273 0.588 0.131 0.258 0.896

转移支付占比 (%) 29273 0.398 0.195 0.072 0.873

人口密度 (人/平方千米) 29273 656.253 984.972 2.585 3825.692

所在省份当年职务犯罪案件数 (件) 27168 1647.395 852.577 71 3245

控制变量:
个体层面

受教育年限 (年) 29273 9.234 4.651 0 23

是否城镇户口 (0:否;1:是) 29273 0.646 0.478 0 1

个人收入 (对数值) 29273 9.214 2.005 2.485 12.429

是否结婚 (0:否;1:是) 29273 0.761 0.427 0 1

性别 (0:女;1:男) 29273 0.571 0.495 0 1

年龄 (周岁) 29273 43.358 16.483 16 102

(三)模型

根据CFPS调查三期跟踪的样本数据,设定

被访者i在年份t对其所在地方政府过去一年工

作总体评价为yit,所在省份j在t年度的 “突击

花钱”情况为Spendingjt,个体层面控制变量为

Xit,政府层面控制变量Xjt,设定包含省级固定

效应 (δi)、年份固定效应 (ηt)的基本计量模

型如下:

yit=α+β1Spendingjt+Xit+Xjt+δi

+ηt+εit (1)

在该模型中,yit 为被解释变量,是指居民

在特定年份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评价。本文主要分

析 “突击花钱”现象对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影

响,因此计量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居民所在省

份当年度的 “突击花钱”情况Spendingjt,分别

采用第四季度支出占比和12月支出占比进行测

算。由此,β1 是本文主要估计的参数,用以衡

量 “突击花钱”是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政绩评

价。另外,δi 代表特定省份可能存在的、一些不

被观察到、但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预算执行进

度的因素;ηt 代表仅在t年度发生的、不被观察

到、对全部观测省份产生影响的宏观因素,εit

是残差项。为消除δi 和ηt 对计量结果带来的偏

误,以下实证检验中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Hausman检验也支持采用这一模型。

Corruptionit=α+aSpendingjt+Xit+
Xjt+δi+ηt+εit (2)

yit=α+β2Spendingjt+bCorruptionit+
Xit+Xjt+δi+ηt+εit (3)

为了检验 “突击花钱”现象对政绩评价的影

响有多大程度上是通过居民的腐败感知产生的,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考察这种中介效应是否存

在。先 将 “突 击 花 钱”对 居 民 腐 败 感 知

Corruptionit 按式 (2)回归;如果 “突击花钱”
对居民腐败感知产生显著影响,则将 “突击花

钱”和居民腐败感知均放入模型中,按式 (3)
回归分析。若β2系数较式 (1)中β1 系数变小,
则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如β2 依然显著,则表明

为部分中介效应,即 “突击花钱”现象对政绩评

价的影响,部分通过增加居民腐败感知体现。同

时,为了更好地拟合中介效应一阶段回归模型,
在Xjt 中引入了该省份当年职务犯罪案件数作为

控制变量,从而更好地估计 “突击花钱”现象对

居民腐败感知的影响。



38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5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5,31 46

为了检验 “突击花钱”现象对政绩评价的影

响是否随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本文采用

加入交互项分析这种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在

式 (4)中加入不同支出占比和 “突击花钱”现

象的交互项,若交互项系数β1 和自变量系数β2
均显著,则表明 “突击花钱”对政绩评价的影响

随支出结构变化而变化。

yit=α+β1Spendingjt·Pjt+
β2Spendingjt+Pjt+Xit+Xjt+
δi+ηt+εit (4)

四、 实证结果

(一)“突击花钱”对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影响

下页表2和表3展示了实证分析的基准回归

结果,其中,模型 (1)、(3)、(5)为仅包含省

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 (2)、 (4)、 (6)
为包含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

果。在表2中,自变量为第四季度支出占比,随

着政府层面和个体层面控制变量的引入,调整后

的可决系数 (adjusted
 

R2)均显著增加,具有更

好的拟合效果。在政府层面,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对政绩评价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根据模

型 (6),第四季度支出占比对政绩评价的系数为

-0.69,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第四

季度支出占比增加1%,将使得政绩评价的平均

分下降约0.007分,考虑到样本中约有30%的居

民的政绩评价为中性 (3分),这一变化将使总

人口中约0.1%的人口由中性评价转变为 “差
评”。另外,城镇化率对政绩评价的影响系数均

在1%水平上显著,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居民

的政绩评价则越低,这表明随着城镇化率的提

高,居民对地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多要求。在回

归模型中,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政府层面变量还有

转移支付占比和人口密度,两者的系数均在1%
水平上显著,其中,转移支付占比和政绩评价呈

现负相关关系,人口密度和政绩评价呈现正相关

关系,人口密度较高、转移支付占比较低的地方

政府往往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和较为充足的财

力,从而提升了整体政绩评价,这一结果与大多

数实证研究相符。在表3中,自变量为12月份

支出占比,该模型的拟合效果同样随着控制变量

的增加而优化。根据模型 (6),12月份支出占

比对政绩评价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其系

数为-0.74,表明12月支出占比越高,居民对

政府的政绩评价分数就越低,这一系数大于第四

季度支出占比的系数,可能是由于居民对集中

在12月份的 “突击花钱”现象具有更强烈的负

面感知。在下页表3中,政府层面的控制变量在

显著度水平和系数符号上均与表2各相应模型显

示出高度的一致性,这表明了模型设置的稳健性

及合理性。
在个体层面,对政绩评价具有统计显著性影

响的变量为受教育年限、户口类型、收入、结婚

状态和年龄。总体来看,个体层面变量的系数均

相对较小,其中,受教育年限在1%水平上与政

绩评价显著正相关,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

往往对政府提出理性预期,从而更能接受 “突击

花钱”带来的负面影响。户口类型、收入和婚姻

状况均在1%水平上与政绩评价显著负相关,表

明在相同情况下,具有更高收入的已婚城镇居民

对政府的政绩评价更为严格。年龄在1%水平上

与政绩评价显著正相关,表明年龄越大的居民更

倾向于对政府的 “突击花钱”行为保持宽容态

度。同时,在表2和表3中,个体层面的控制变

量在显著度水平和系数符号上均显示出高度的一

致性,这表明了模型设置的稳健性及合理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于期望失验理论的核心假

设,即财政年度内月度支出的失衡会降低居民对

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特引入财政年度内不同时

间段支出比值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在下页表4
中,模型的核心自变量为第一季度总支出/第四季

度总支出和1月支出/12月支出,这两组数据刻画

了月度财政支出与预算的偏离情况,比值越小,
年初财政支出与年末财政支出的偏离越严重,“突
击花钱”的情况则越严重。在不同模型中,第一

季度总支出/第四季度总支出对政绩评价的系数均

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这一比值与政绩评价呈

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比值越高,财政年

度内月度支出越均衡,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

价则越高;1月支出/12月支出对政绩评价的系数

则在5%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核心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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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突击花钱”对居民政绩评价的估计结果 (自变量: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模型 (1) (2) (3) (4) (5) (6)

第四季度支出
占比

-0.3880*** -0.8293*** -0.5288** -0.4906** -0.6911*** -0.5209**

(0.1319) (0.1901) (0.2314) (0.2410) (0.2308) (0.2398)

省人均GDP对数
0.0047 -0.0752 0.0080 -0.0941
(0.1023) (0.1479) (0.1025) (0.1466)

城镇化率
-2.7122*** -3.1738*** -1.9722*** -2.8538***

(0.3910) (0.5366) (0.3977) (0.5344)

转移支付占比
-1.0690*** -1.3407*** -0.7976*** -1.2714***

(0.2757) (0.3782) (0.2756) (0.3748)

人口密度
0.0070*** 0.0069*** 0.0066*** 0.0063***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受教育年限
0.0238*** 0.0239***

(0.0015) (0.0015)

是否城镇户口
-0.0460*** -0.0461***

(0.0123) (0.0123)

个人收入对数
-0.0191*** -0.0203***

(0.0039) (0.0039)

是否结婚
-0.0858*** -0.0854***

(0.0136) (0.0136)

是否男性
0.0026 0.0034
(0.0109) (0.0109)

年龄
0.0064*** 0.0066***

(0.0005) (0.0005)

常数项
3.4834*** 3.6335*** -3.2669** -1.7889 -3.6860** -1.3921
(0.0708) (0.0852) (1.5172) (2.2431) (1.5138) (2.2267)

观测值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R2 0.0092 0.0095 0.0119 0.0119 0.0260 0.0265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用稳健性标准误计算的标准差。(2)***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

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3 “突击花钱”对居民政绩评价的估计结果 (自变量:12月支出占比)

模型 (1) (2) (3) (4) (5) (6)

12月支出占比
-0.7436*** -1.3247*** -0.7266*** -0.8339** -1.1548*** -0.7403**

(0.1558) (0.2173) (0.2455) (0.3467) (0.2476) (0.3439)

省人均GDP对数
-0.0667 -0.1441 -0.1419 -0.1287
(0.1106) (0.1587) (0.1105) (0.1571)

城镇化率
-2.2580*** -2.3298*** -1.2249*** -2.0929***

(0.4180) (0.6179) (0.4274) (0.6150)

转移支付占比
-1.0258*** -1.1405*** -0.7263*** -1.0803***

(0.2753) (0.3775) (0.2752) (0.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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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1) (2) (3) (4) (5) (6)

人口密度
0.0074*** 0.0075*** 0.0073*** 0.0068***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受教育年限
0.0238*** 0.0238***

(0.0015) (0.0015)

是否城镇户口
-0.0463*** -0.0461***

(0.0123) (0.0123)

个人收入对数
-0.0196*** -0.0203***

(0.0039) (0.0039)

是否结婚
-0.0855*** -0.0854***

(0.0136) (0.0136)

是否男性
0.0032 0.0035
(0.0109) (0.0109)

年龄
0.0065*** 0.0066***

(0.0005) (0.0005)

常数项
3.4882*** 3.6029*** -3.4009** -2.4834 -3.4760** -2.3337
(0.0632) (0.0701) (1.4383) (2.1162) (1.4336) (2.0987)

观测值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R2 0.0096 0.0101 0.0120 0.0119 0.0264 0.0265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用稳健性标准误计算的标准差。(2)***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

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4 “突击花钱”对居民政绩评价的估计结果 (自变量:年初-年末支出比)

模型 (1) (2) (3) (4) (5) (6) (7) (8)

第一季度总支出/
第四季度总支出

0.0875* 0.0888* 0.0874* 0.0914*

(0.0515) (0.0516) (0.0512) (0.0513)

1月支出/12月
支出

0.1878** 0.1792** 0.2155*** 0.1764**

(0.0742) (0.0760) (0.0738) (0.0754)

观测值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8731 28731 28731 28731

R2 0.0118 0.0118 0.0259 0.0265 0.0117 0.0117 0.0258 0.0262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政府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用稳健性标准误计算的标准差。(2)***、**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3)由于部分省份部分年度1月支出数据缺失,因此模型(5)(6)(7)(8)的观测值略少于标准模型。

(二)居民腐败程度感知的中介效应

下页表5分析了居民腐败程度感知的中介

效应,为了更好地拟合一阶段的中介效应模型,
在该部分引入了受访者所在省份当年职务犯罪

案件数作为控制变量。如表5所示,模型(1)
至(4)的自变量为第四季度支出占比,模型(5)
至(8)的自变量为12月份支出占比。模型(1)和
模型(2)为中介效应分析的第一步,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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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花钱”现象对腐败感知的系数在1%水平

上显著为正,“突击花钱”现象与居民对腐败问

题的感知呈现出高度正相关;模型(3)和模

型(4)在表1的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加入了中

介变量腐败感知,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比,第四

季度支出占比系数的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大幅

下降,仅控制省级固定效应时,该系数在10%
水平上显著,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后,该系数不

再显著,同时,腐败感知与政绩评价的系 数

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5)至(8)的回归

结果与模型(1)至(4)基本一致,当自变量为12
月份支出占比时,腐败感知对政绩评价的系数

同样显著为负,且12月份支出占比对政绩评价

的系数绝对值减小且不再显著。这表明“突击

花钱”现象通过增加腐败感知进而降低居民对

政府政绩的评价,腐败感知是“突击花钱”对政

绩评价的完全中介变量,该模型通过Sobel检

验,中介效应在自变量为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和12月 支 出 占 比 的 总 效 应 中 占 比 分 别 为
 

55.68%和49.38
 

%。

表5 中介效应的逐步回归系数检验

模型 (1) (2) (3) (4) (5) (6) (7) (8)

因变量 腐败感知 政绩评价 腐败感知 政绩评价

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3.5653*** 2.7305*** -0.4359* -0.3220
(0.7069) (0.7313) (0.2391) (0.2494)

12月支出占比
6.3381*** 3.4800*** -0.5854** -0.3158
(0.8293) (1.0718) (0.2718) (0.3566)

腐败感知
-0.0746*** -0.0744*** -0.0745*** -0.0744***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观测值 27186 27186 27186 27186 27186 27186 27186 27186

R2 0.0487 0.0510 0.0694 0.0694 0.0499 0.0509 0.0694 0.0694

控制当年腐败
案件数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政府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用稳健性标准误计算的标准差。(2)***、**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三)财政支出结构的调节效应

下页表6分析了财政支出结构的调节效应,
其中,模型 (1)至 (4)的自变量为第四季度支

出占比,模型 (5)至 (8)的自变量为12月份

支出占比。模型 (1)和模型 (2)在基准模型的

基础上加入了第四季度支出占比与基建支出占比

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突击花钱”现象对政绩

评价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时,
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

特定年度地方政府基建支出占比的增加,“突击

花钱”现象对政绩评价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在

全部 观 测 值 中,地 方 政 府 基 建 支 出 占 比 在

12.8%~40%波动,根据模型 (2),“突击花钱”
对政绩评价的系数在-0.985至0.168的区间内

变化。模型 (3)和模型 (4)在基准模型的基础

上加入了第四季度支出占比与民生支出占比的交

互项,在该模型中,“突击花钱”现象对政绩评

价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交互项

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特定年

度地方政府民生支出占比的增加, “突击花钱”
现象对政绩评价的负面影响逐渐增强。在全部观

测值中,地方政府基建支出占比在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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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波动,根据模型 (4), “突击花钱”对政

绩评价的系数在-1.10~0.006的区间内变化。
在模型 (5)至 (8)中,交互项均不再显著,拟

合结果较差,这与12月份支出占比不能完全反

映 “突击花钱”现象有关[4-5]。
以上结果表明,民生支出占比越高,基建支

出占比越低,“突击花钱”现象对政绩评价的负

面影响越强,当基建支出占比极高或民生支出占

比极低时,“突击花钱”现象反而会给绩效评价

带来正面影响。可见,政府的 “突击花钱”行为

对政绩评价的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对于专业

性较强、行业壁垒较高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居

民较少关注财政资金的动态支出过程,且这些领

域往往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并有着较长的

公共产品提供周期,在基建领域大规模的 “突击

花钱”对各项政府工程的长久性成效影响较小;
而对于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与民生息息相关

的领域,民众的关注程度相对较高。同时,民生

领域公共产品提供周期较短,当相关部门需要

“突击花钱”时,剩余的财政资金往往以低效的

“突击检查”或 “额外补贴”等方式支出,这些

政府行为不能显著改善当地民生治理的长久绩效,
因此,居民便会质疑在这些领域 “突击花钱”的

长期效果。这表明居民对民生支出领域的 “突击

花钱”现象具有更低的容忍度,民生支出领域的

资金使用效率对居民感受有更加直接的影响。

表6 “突击花钱”对居民政绩评价的调节效应估计

模型 (1) (2) (3) (4) (5) (6) (7) (8)

第四季度支出
占比

-1.3637***-1.3952*** 1.2139** 1.0748*

(0.4193) (0.4163) (0.5904) (0.5862)

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基建支出占比

3.9028*** 3.9075***

(1.5084) (1.4974)

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民生支出占比

-5.0285***-4.7080***

(1.5794) (1.5684)

12月份支出占比
-1.3445**-1.1648** 0.9442 0.7314
(0.5883) (0.5842) (1.1655) (1.1571)

12月份支出占比
基建支出占比

2.7695 2.3022
(2.5447) (2.5263)

12月份支出占比
民生支出占比

-4.4087 -3.6495
(2.7523) (2.7329)

观测值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R2 0.0121 0.0267 0.0122 0.0268 0.0119 0.0265 0.0120 0.0265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政府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用稳健性标准误计算的标准差。(2)***、**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的因变量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

为有序离散变量,且通过了平行线假设检验,因

此可以采用Ologit模型进行分析。下页表7中的

模型 (1)和模型 (2)展示了Ologit模型下的

回归结果,可见,当因变量为5值时,第四季度

支出占比和12月份支出占比的回归系数均在1%
水平上显著且为负。本文还考虑了因变量为虚拟

变量的情况,即仅考虑 “好评”和 “差评”,采

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表7中的模型 (3)和

模型 (4)展示了回归结果,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和12月份支出占比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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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且为负。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模型类似。
考虑到 “突击花钱”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时

间滞后性,对居民当期政绩评价产生影响的可能

是上一期的 “突击花钱”情况,为此,本文通过

在回归模型中使用上一财年数据作为自变量等方

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8所示,模型 (1)为

基准回归模型,模型 (2)使用上一财年第四季

度支出占比替代当前财年第四季度支出占比,作

为主要的自变量,结果表明,上一财年第四季度

支出占比同样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绝对值

略大于模型 (1)。模型 (3)中同时放入了两个

财政年度的第四季度支出占比数据,其中,当前

财年第四季度支出占比在10%水平下显著,上

一财年第四季度支出占比在5%水平下显著。模

型 (4)的自变量为受访年份前三年第四季度支

出占比的均值,结果表明,均值的系数绝对值大

于当前年份支出占比和上一财年支出占比,表明

“突击花钱”对居民政绩评价的影响可能具有长

期性,同时,文章的核心假设在不同模型下均稳

健成立。模型 (5)— (8)将自变量换为12月

份支出占比,其中,当前年份12月份支出占比

依然显著,但上一财年数据和三年平均数据不显

著,这表明对居民政绩评价发挥作用的主要还是

当前财年的 “突击花钱”情况。

表7 “突击花钱”对居民政绩评价的Ologit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1) (2) (3) (4)

应变量 政绩评价 政绩评价(虚拟变量)

第四季度支出占比
-1.896

 

8*** -1.917
 

8***

(0.317
 

7) (0.498
 

2)

12月份支出占比
-2.464

 

0*** -3.058
 

4***

(0.38
 

0) (0.614
 

7)

观测值 29
 

273 29
 

273 20
 

088 20
 

088

pseudo
 

R2 0.008 0.008 0.024 0.024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政府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用稳健性标准误计算的标准差。(2)***、**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8 “突击花钱”对居民政绩评价的时间滞后效应估计结果

模型 (1) (2) (3) (4) (5) (6) (7) (8)

当前财年第四
季度支出占比

-0.5209** -0.4671* -0.7403** -0.7577**

(0.2398) (0.2395) (0.3439) (0.3456)

上一财年第四
季度支出占比

-0.6131**-0.5575** -0.2019 -0.2364
(0.2707) (0.2705) (0.2682) (0.2695)

前三财年第四季度
支出占比均值

-0.6787** -0.4218
(0.3404)(0.4502)

观测值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29273

R2 0.0265 0.0265 0.0266 0.0265 0.0265 0.0264 0.0265 0.0264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政府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用稳健性标准误计算的标准差。(2)***、**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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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由于预算周期与立法周期的偏离、转移支付

的滞后性和增量预算制度的影响,预算执行后期

“突击花钱”是预算绩效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对此 “顽疾”仍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

法,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各项限制,现有文献对

“突击花钱”的经验研究尚显不足。本文探讨了

政府 “突击花钱”现象会如何影响居民对政府政

绩评价的降低,基于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

一,政府 “突击花钱”会对政府政绩评价产生显

著的负向影响,在特定财政年度内政府 “突击花

钱”程度越严重,居民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

价就越低。相较于12月份的支出占比,第四季

度支出占比能够更好地刻画特定财政年度内的

“突击花钱”现象。第二,“突击花钱”通过加深

居民的腐败感知导致了政府政绩评价的降低,腐

败感知是 “突击花钱”对政绩评价造成影响的部

分中介变量。第三,政府支出结构是 “突击花

钱”现象对政绩评价影响的调节变量,民生支出

占比越高,基建支出占比越低,“突击花钱”现

象对政绩评价的负面影响越强。
实际上,政府部门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无法预

料到一年中的全部情况,实际的财政支出不可能

完全按照预算计划执行。政府部门往往需要持有

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用以应对可能发生在辖区内

的突发事件,因此适度的财政资金结余无可厚

非。然而,超过一定比重的、大规模的 “突击花

钱”现象必然反映出地方政府驾驭财政资源能力

的不足,这一现象揭示了提升当前地方政府部门

财政管理能力的必要性。本文的实证结果揭示了

这一能力缺陷的社会成本,“突击花钱”现象会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增

加居民对政府腐败的感知,从而损害政府的公信

力。因此,与 “突击花钱”相关的财政体系改革

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包括政府预备费的规范化

使用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的优化。根据本文的研究

结论,各地政府确实存在普遍的 “突击花钱”现

象,这也直接影响了广大居民对政府的政绩

评价。

同时,本文还分析了不同领域 “突击花钱”
对政绩评价的异质性效果。在诸如基础设施建设

等公共产品提供周期较长的领域,财政资金在预

算年度内的不均衡使用给该领域的政绩评价带来

显著的负面影响较小。而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

障等民生相关领域,居民对这些领域的 “突击花

钱”现象导致的效率损失更有直观感受,容忍程

度较低,政府部门更应该确保财政资金严格按照

预算执行。随着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稳步推进,政府部门应该推动预算实际执行中

的规则意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在未

来,“突击花钱”这个词应该逐渐被人遗忘,取

而代之的是能够高质量完成预算执行进度的高效

政府。
尽管本文围绕 “突击花钱”与地方政府政绩

评价的关系,得出了若干有意义的结论,但仍存

在一定的研究局限,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一

是,由于变量选择的局限性,本研究中关于政府

绩效评价的测度较为单一,“突击花钱”对不同

类型或性质的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有何种差异,
值得深入研究,同时,本文仅将期望失验理论作

为研究假设而尚未严谨论证该理论机制,在未来

的研究中,我们将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二是,
囿于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能采用地方

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月度数据,可能无法完全

准确测算出地方政府 “突击花钱”的具体程度,
未来可以进一步采取访谈、问卷等实地调研方

式,进一步挖掘地方政府 “突击花钱”这一问题

背后的机制逻辑。三是,从总体层面看,201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后,对政府财

政预决算公开进行了法定要求,“突击花钱”的

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本文的样本考察期为

2014—2018年,未来研究可以拓宽样本考察期,
进一步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前

“突击花钱”对政绩评价的影响,以及 《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对政府在预算执行方面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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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rash
 

Expenditure”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Micro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ZHANG
 

Ping,
 

ZHUGE
 

Andong,
 

YAN
 

Hong

【Abstract】The
 

government􀆳s
 

“crash
 

expenditure”
 

in
 

the
 

late
 

stage
 

of
 

budget
 

implementation
 

is
 

a
 

common
 

problem
 

of
 

the
 

fisc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Serious
 

“crash
 

ex-
penditure”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s
 

fiscal
 

management
 

capacity
 

is
 

insufficient.
 

The
 

existing
 

em-
pirical

 

research
 

mainly
 

aims
 

to
 

discuss
 

the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and
 

has
 

not
 

yet
 

systematical-
ly

 

analyzed
 

the
 

social
 

cost
 

brought
 

by
 

“crash
 

expenditure”.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the
 

China
 

Household
 

Panel
 

Studies
 

(CFPS)
 

and
 

the
 

aggregated
 

panel
 

data
 

of
 

each
 

province,this
 

paper
 

analy-
zes

 

the
 

impact
 

of
 

“crash
 

expenditure”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and
 

dis-
cus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rash
 

expenditure”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residents􀆳
 

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and
 

will
 

reduc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y
 

increasing
 

the
 

me-
diating

 

effect
 

of
 

citizens􀆳
 

corruption
 

perception.
 

Compared
 

with
 

infrastructure
 

spending,a
 

higher
 

propor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public
 

service
 

will
 

exacerb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rash
 

expenditure”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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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Crash
 

Expenditure,Performance
 

Evaluation,Corruption
 

Perception,Spending
 

Structure


